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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时代，人工智能正深入员工工作场所，为传统工作模式带来深刻变革。为进一步明确其影响机制，

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对194份样本作实证分析，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人工智

能使用如何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使用通过工作重塑正向影响工作投入，组织支持感

负向调节该路径；当员工组织支持感较低，人工智能使用通过工作重塑影响投入的正向中介效应更强，

而当员工组织支持感较高时，中介效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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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gradually penetrating the workplace of employees, 
bringing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hanges to traditional work models. To further clarify its impac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this study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194 samples, construc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nd explores how AI usage a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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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work engagement through job crafting,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or-
ganizational support. The results show that AI usag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work engagement 
through job crafting, an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lays a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When 
employees’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s low, the positive mediating effect of AI usage on 
work engagement through job crafting is stronger. When employees’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
port is high, the mediating effect is w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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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智化时代下，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正重构全球产业生产范式与价值创造逻辑(师博，2020；
孙早和侯玉琳，2021)。这种革命也体现在组织管理中：人工智能通过任务替代与能力增强重塑职场生态

(Chuang, 2021)，引发工作特征重构(Selenko et al., 2022)。而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作为员工面对工

作产生的持久心理行为状态，是连接个体特质、工作因素和工作绩效的完美纽带，更是组织厚植竞争优

势的重要载体(胡少楠和王詠，2014)。伴随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通过技术部署优化员工工作投入，

已成为新时代组织管理研究的核心命题。 
目前，学界已对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Dai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age)与员工行为和心理结果变量

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呈现出认知张力(蒋建武等，2024)。研究显示，工作场所中应用人工智能，可使员工

更积极地投入工作，提升绩效(Prentice et al., 2023)。然而，也有研究揭示，技术部署中若忽视组织准备度

与员工适应性，反而会加剧角色模糊与替代焦虑，造成投入水平下降(Kong et al., 2021; Matsunaga, 2022; 
Chen et al., 2024)。这种矛盾性结论凸显出现有理论框架的不足：研究者虽已识别人工智能应用的双刃剑

效应(Tang et al., 2022；穆鑫岩等，2023)，但对其作用机制的异质性来源仍缺乏系统解构(张恒等，2023)，
尤其缺乏对技术特性与组织情境交互作用的考察(Agrawal, 2023)。鉴于此，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本研究将探讨人工智能使用影响员工工作投入具体机制，探讨不同边界条件

下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差异。 
而工作重塑(Job Crafting)作为员工主动调整工作任务、关系及认知边界的自下而上行为策略(Amillano 

et al., 2024)，为解读人工智能影响工作投入的传导路径提供了切入点。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可

触发差异化重塑：当员工感知到技术赋能，会倾向于通过任务优化、关系重构及认知调适实现积极的工

作重塑(高中华和徐燕，2024)，提升投入(Bakker et al., 2012)。但当技术威胁自身，员工更易触发防御性

策略，导致绩效下降(蔡文著和余晓花，2024)。这种矛盾表明，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可能受技术特性、个

体特质、组织情境的交互影响。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工作重塑作为中介变量，考察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

工作重塑的影响，以及重塑行为在何种组织情境下能有效转化为工作投入的提升。 
除技术应用本身的影响，人工智能引发的组织环境重构对员工策略选择也有重要影响(张春虎和吴小

节，2023)。过往研究中，组织支持类变量作为社会性资源，可通过缓冲作用减少员工负面心理状态(Bakker 
& Demerouti, 2007)，强化技术资源的应用效能(孟祥婧和徐鹏，2024)。然而，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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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要求和资源水平如何，关键在于二者的平衡(张兴贵等，2012)。因此，当人工智能打破原有平衡，组织

支持感(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对员工心理行为的调节机制可能出现功能反转(Fletcher et al., 2018)。
具体而言，虽然高组织支持感可通过“缓冲效应”减少压力(Li et al., 2022)，但当企业赋予员工超出要求过

多的资源，反而会使员工对角色和目标感到模糊(Nahum-Shani & Bamberger, 2011; Johlke & Iyer, 2013)；而

在低组织支持感下，资源的不足使员工危机意识不断强化(徐智华等，2017)，反而促使其通过重塑适应变革

(Niessen et al., 2016)。为验证这一悖论，本研究将组织支持感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在人工智能使用、工作

重塑与工作投入间的调节效应，揭示技术变革下资源感知与行为策略的复杂互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理论框架，探索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对员工工作

投入的影响机制，重点考察工作重塑的中介路径及组织支持感的调节边界条件。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与员工工作投入 

数智化转型加速推进下，人工智能已成为重构职场生态的关键驱动力量。一方面，它能高效处理程

式化事务，使员工从繁琐事务中解脱(Chuang, 2021)；另一方面，它能凭借数据分析与预测，赋能员工复

杂问题求解(Dutta & Mishra, 2021)。这种变革本质是对工作特征的系统性重构(蒋建武等，2024)。根据工

作要求–资源模型，所有工作特征均可归类为两个核心维度：其一为“工作要求”，即需身心持续投入的

任务属性；其二为“工作资源”，即促进目标达成的支持性要素(Demerouti et al., 2001)。而人工智能可视

为一种结构性资源(Structural Job Resources)，可通过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消减阻碍性工作要求(Hinderance Job 
Demands)优化资源结构(高中华和徐燕，2024)，使员工能将有限资源配置于战略规划等高价值活动(Chuang, 
2021)，进而通过资源增益螺旋(Resource Gain Spiral)提升投入与绩效(Hobfoll, 2001; Tims et al., 2012)。 

技术赋能也意味着新的工作要求。人工智能不仅要求员工掌握人机协作技能，更需要其构建动态学

习机制以应对加速迭代的知识体系(Dunlap & Lacity, 2017; 朱晓妹等，2021)。这种适应性压力可激发员工

进取精神，成为其能力突破的催化剂(Van Den Broeck et al., 2010)。研究显示，当员工获得足够资源支持

与心理赋能，人工智能的挑战性压力将转变为员工提升投入与人岗匹配的“开关”(Dang & Liu, 2022; Tang 
et al., 2022)。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正向影响员工工作投入。 

2.2. 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工作重塑作为员工重构工作特征的行为策略(张春虎和吴小节，2023)，为理解主效应的作用机制提供

了重要视角。经典定义认为，工作重塑是员工在工作的任务或关系边界上做出的物理上或认知上的改变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而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工作重塑的资源再配置功能：员工

通过增加结构性/社会性资源、应对挑战性/阻碍性要求，实现要求与资源的动态平衡(Tims & Bakker, 2010)。
而当人工智能引发环境剧变，既有“要求–资源”稳态的打破势必迫使员工对工作重新设计，以建立新

的平衡模式(Tims et al., 2012; 高中华和徐燕，2024)。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可通过三重路径触发重塑(林俐

和朱晶晶，2025)：第一，任务冗余取代引发任务重塑(如聚焦创造性任务) (Kellogg et al., 2020)；第二，协

作网络重构驱动关系重塑(如优化跨职能协作) (李文龙和张凡，2024)；第三，能力贬值风险倒逼认知重塑

(如重构比较优势认知) (张进澳等，2024)。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正向影响工作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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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工作重塑能够通过资源增益和意义重构两条路径，优化人–岗匹配，提升员工工作投入(闫培林，

2016)。第一，资源增益路径下员工通过主动的任务重塑与关系重塑，储备资源，提升技术适应性(钟竞 等，

2025)。而资源扩张又推动员工承担挑战性任务，通过持续的成就反馈强化工作投入(朱晓妹等，2021)，
形成资源增益螺旋(Hobfoll, 2001)。第二，意义重构路径下员工通过重新定位自身优势，重构身份认知，

从“任务执行者”转变为“人机系统督导者”(Song et al., 2022; Wang et al., 2022)。这种意义重构会激发

员工内在动机，促使员工将工作视为自我实现的过程，产生持续心理投入(高婧和陈傲，2023)。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工作重塑正向影响工作投入。 
结合假设 2 和假设 3 的理论逻辑，人工智能使用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并非直接的线性传导，而是通过

工作重塑的转化实现非线性增效：当人工智能打破“要求–资源”稳态，深度使用人工智能的员工，更

可能通过重塑将技术赋能转化为驱动力，实现工作投入持续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工作重塑在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与工作投入间发挥中介作用。 

2.3. 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人工智能的最终应用效果还受组织情境的影响(Sun et al., 2024)。组织支持感作为员工对组织价值认

可与福祉关怀的总体感知(Eisenberger et al., 1986)，与情感承诺、工作投入等变量息息相关(宗文等，2010)。
研究显示，组织支持感作为社会性资源，能通过缓冲效应减轻员工负面状态，调节技术变革对员工行为

的传导路径(Ramaci et al., 2024)。 
而在人工智能渗透职场过程中，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表现为两种对立机制：第一，高组织支持感

的“替代效应”：当员工感知到充分的组织支持却缺乏对应绩效要求，可能会将技术变革风险归因为可

控的外部事件(刘艳莉，2024)，而非切身的替代威胁(Van Hooff & Van Hooft, 2014; Xu et al., 2023)。此时，

组织提供的保障将不再是“缓冲器”，而是“安全网”，直接满足员工面对挑战的资源需求(Tims & Bakker, 
2010)，抑制员工主动应变的动机(廖化化等，2022)。第二，低组织支持感的“激活效应”：当组织支持在

技术变革中缺位，员工直接面临资源短缺与外部威胁(马璐和李思柔，2025)。为应对挑战，重建平衡，员

工会采用主动性策略(工作重塑)以重建控制感(Niessen et al., 2016)。 
上述调节机制本质是组织支持感对技术赋能的情境化重构：高支持感情境中，组织资源替代了个体

层行为调适；而在低支持感情境中，技术引发的资源短缺迫使员工通过重塑行为实现“要求–资源”的

再平衡(Irving & Montes, 2009; Tims & Bakker, 2010)。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组织支持感在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与工作重塑间发挥调节作用，即相比高组织支持感的员工，

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对低组织支持感的员工工作重塑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2.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认为组织支持感系统性调节人工智能使用影响工

作投入的传导路径。高组织支持感情境下，既有工作要求未能随技术升级同步调整，导致冗余资源无法

有效转化为任务投入，弱化了员工成就感和意义感(陈晓等，2023)。此时，员工会将技术变革视为组织主

导的系统性升级，而非个体驱动的适应性挑战(Xu et al., 2023)，导致“人工智能应用→工作重塑→工作投

入”的路径被抑制。而低组织支持感情境下，技术引发的资源缺口释放出强烈的危机信号(Maedche et al., 
2019)，员工为抵御外部威胁主动激活重塑行为(Chen et al., 2024)。而这种适应性行为不仅重建了平衡(闫
培林，2016)，更通过成就反馈强化了意义感，推动工作投入的螺旋式上升(尹奎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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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6：组织支持感调节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通过工作重塑影响员工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即组织支

持感越低，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越能通过工作重塑影响员工工作投入。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 Credamo 检索平台招募被试。样本由 194 名被试组成。在性别方

面，男性 64 名，占 33.0%，女性 130 名，占 67.0%。在学历方面，专科 11 名，占 5.7%，本科 126 名，

占 64.9%，硕士 55 名，占 28.4%，博士 2 名，占 1.0%。在职业类型方面，公务员 5 名，占 2.6%，国有企

业员工 56 名，占 28.9%，民营企业员工 116 名，占 59.8%，事业单位员工 7 名，占 3.6%，外资企业员工

7 名，占 3.6%，其他 3 名，占 1.5%。在年龄方面，平均年龄为 31.309 岁，标准差为 5.347。 

3.2. 变量测量 

除个人基本信息外，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组织支持感、工作重塑、工作投入 4 个变量的测量均

选取国际权威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成熟量表，采用 Likert7 点计分法，其中，1 表示“非常不同意”，7 表

示“非常同意” 
1) 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采用 Tang 等人(2022)编制的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量表，共 3 个题项，

如“我工作场所的 AI 技术支持有效决策过程”。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06。 
2) 组织支持感：采用 Eisenberger 等人(1986)编制的组织支持感量表，共 9 个题项，如“我的组织重

视我对它福祉的贡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9。 
3) 工作重塑：采用工作重塑量表(Tims et al., 2012)，从任务重塑、关系重塑、认知重塑三个维度对工

作重塑进行测量，本研究从中筛选 14 个题项，如“我以一种使工作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方式看待我的工

作”。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4。 
4) 工作投入：采用工作投入量表(Schaufeli et al., 2006)，从活力、奉献、专注三个维度对工作投入进

行测量，本研究从中筛选 9 个题项，如“我为我所从事的工作感到骄傲”。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51。 

5)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对员工行为影响的研究，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学

历、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 

3.3. 统计分析 

本研究先采用 SPSS 23.0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再采用 Amos 23.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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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23.0 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并利用 Process 中的 Bootstrap 方法估计中

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4. 实证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验证性因素分析 

由于本研究变量均由员工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

方法检验所有变量的共同方法偏差程度。结果显示，未旋转情况下最大一个因子的解释量为 34.994%(小
于临界值 40%)，未出现某个因子占绝大多数解释量的情况，说明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 Amos 23.0 对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工作投入、工作重塑与组织支持感进行验证性因

子分析，检验变量的测量模型拟合优度与区分效度。结果如表 1 显示，相对于其它模型，四因子模型与

实际数据拟合结果最为理想(χ2 = 1013.110, df = 521, RMSEA = 0.070, SRMR = 0.070, CFI = 0.829, TLI = 
0.815)，此外，竞争模型的拟合程度显著差异于四因子模型(Δχ2 ≥ 6.123, Δdf ≥ 3)。据此，本研究涉及的四

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代表四种不同变量。 
 
Tabl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因子组合 χ2 df Δχ2(Δdf) RMSEA CFI TLI SRMR 

四因子模型 DAIU, EE, JC, PO 1013.110 521 - 0.070 0.829 0.815 0.070 

三因子模型 DAIU + JC, EE, PO 1019.230 524 6.120 (3)*** 0.070 0.828 0.815 0.070 

三因子模型 DAIU + PO, EE, JC 1058.365 524 45.255 (3)*** 0.073 0.814 0.801 0.073 

三因子模型 DAIU, JC + PO, EE 1167.875 524 154.765 (3)*** 0.080 0.776 0.760 0.074 

二因子模型 DAIU + JC + PO, EE 1177.760 526 164.650 (5)*** 0.080 0.773 0.758 0.074 

注：DAIU 表示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EE 表示工作投入，JC 表示工作重塑，PO 表示组织支持感。 

4.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Table 2.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 性别 1.670 0.471 -       

2 学历 4.247 0.567 0.171 -      

3 职业类型 3.103 1.440 −0.110 −0.260*** -     

4 年龄 31.309 5.347 0.088 0.104 −0.077 -    

5 日常人工智能 
使用情况 5.639 0.736 −0.129 0.136 0.023 −0.023 -   

6 组织支持感 5.572 0.940 −0.088 0.215** −0.136 −0.033 0.581*** -  

7 工作重塑 5.748 0.605 −0.043 0.223** −0.058 0.056 0.653*** 0.721*** - 

8 工作投入 5.451 0.586 −0.022 0.089 −0.079 0.015 0.525*** 0.573*** 0.745*** 

注：N = 194；**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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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部分变量相关系数大于 0.7，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研究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容忍值 Tolerance 最小值为 0.625，小于 0.1 的临界值标准，

方差膨胀因数 VIF 值最大为 1.601，小于 10 的临界值标准，说明本研究的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日常

人工智能使用情况与工作投入(r = 0.525, p < 0.001)、工作重塑(r = 0.573, p < 0.001)显著正相关，工作重塑

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r = 0.745, p < 0.001)。变量相关性基本符合预期，研究假设获得初步支持。 

4.3. 假设检验 

1)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借助 SPSS23.0 软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假设进行检验。将性别、学

历、职业类型、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3.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中介变量：工作重塑 结果变量：工作投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控制变量        

性别 −0.112 −0.027 0.044 0.014 −0.053 0.048 0.039 

学历 0.248** 0.162 0.062 0.065 0.082 −0.016 −0.105 

职业类型 −0.002 0.007 0.012 0.014 −0.026 −0.037 −0.026 

年龄 0.004 0.010 0.008 0.007 0.001 0.002 −0.002 

自变量        

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  0.864*** 0.299*** 0.255***  0.438*** 0.062 

调节变量        

组织支持感   0.330*** 0.309***    

交互项        

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
组织支持感    −0.101**    

中介变量        

工作重塑       0.571*** 

R2 0.058 0.479 0.614 0.632 0.013 0.286 0.569 

ΔR2  0.021 0.164 0.018  0.273 0.283 

F 2.915* 49.768*** 49.583*** 45.593*** 0.622 15.081*** 41.115*** 

注：N = 194；**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 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中报告的结果均为非标准化

的系数。 
 

由表 3 中模型 6 结果可知，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显著正向影响工作投入(B = 0.438, p < 0.001)，假

设 H1 得到支持；由模型 2 可知，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显著正向影响工作重塑(B = 0.542, p < 0.001)，同

时由模型 7 可知，当自变量受到控制，工作重塑显著正向影响工作投入(B = 0.571, p < 0.001)，假设 H2、

H3 得到支持。并且，此时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工作重塑在日常人工

智能使用情况与工作投入间具有中介作用。使用 SPSS 的 Process 插件对中介变量进行 Bootstrap 检验，

采用 95%置信区间进行 5000 次自抽样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通过工作重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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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投入的总效应值为 0.430，95%CI 为[0.331, 0.530]；直接效应值为 0.055，95%CI 为[−0.048, 0.158]；
间接效应值为 0.3751，95%CI 为[0.247, 0.500]。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间接效应显著，工作重塑

在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与工作投入间发挥中介作用，假设 H4 得到支持。 
2) 调节效应检验。由表 3 中模型 4 可知，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与组织支持感的交互项显著负向影

响工作重塑(B = −0.101, p < 0.01)，说明组织支持感负向调节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与工作重塑间的关系，

假设 H5 初步得到支持。 
为对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效应进行更直观的观测，采用简单斜率分析方法，在组织支持感的均值加减

一个标准差进行分组的基础上，绘制调节效应图。如图 2 所示，对于低组织支持感的员工，日常人工智

能使用情况对工作重塑的正向影响显著(B = 0.356, t = 7.189, p < 0.001)；而对于高组织支持感的员工，日

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对工作重塑的正向影响削弱(B = 0.157, t = 2.455, p < 0.05)，假设 H5 得到进一步支持。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为进一步探究组织支持感在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通过工作重塑影响工

作投入关系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采用 Process 插件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当组织支持感处于高位

(+1SD)，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通过工作重塑影响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 0.107，95%CI 为[0.030, 
0.179]，在高组织支持感下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显著；当组织支持感处于低位(−1SD)，日常人工智能使用

情况通过工作重塑影响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估计值为 0.242，95%CI 为[0.142, 0.371]。这表明在高/低组织

支持感情境下，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且不同组织支持感水平下中介效应存在一定差异。而在有

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下，中介效应估计值为−0.072，95%CI 为[−0.149, −0.030]，不包括 0，说明调节中介

效应显著。假设 H6 得到支持。 
 
Table 4.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工作重塑→工作投入 

效应类型 效应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总效应 0.430 0.050 [0.331, 0.530] 

直接效应 0.055 0.052 [−0.048, 0.158] 

间接效应 0.375 0.065 [0.247, 0.500]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age and job redesign 
图 2. 组织支持感对日常人工智能使用情况与工作重塑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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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Results of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中介效应估计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高组织支持感(+1SD) 0.107 0.038 [0.030, 0.179] 

低组织支持感(−1SD) 0.242 0.058 [0.142, 0.37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0.072 0.030 [−0.149, −0.030]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对 194 份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人工智能使用对员工工作投入

的影响机制，并验证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使用促进员工工作投入。工作场所中，人工智能通过自动化与实时数据分析，

增强员工应对复杂问题的工具性资源(Chuang, 2021)，进而触发资源增益螺旋(Hobfoll, 2001)，形成工作投

入的自我强化机制(闫培林，2016)。 
而工作重塑在人工智能使用与员工工作投入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验证了经典研究的理论框架(Tims 

et al., 2012; Tims & Bakker, 2010)，人工智能引发的资源变革与要求升级，驱动员工通过重塑行为实现适

应性调整。这一中介路径也表明，技术赋能需通过员工主动性行为转化为心理投入(高婧和陈傲，2023)。 
本研究中，组织支持感对中介路径呈现负向调节。当员工感知到组织重视，这种支持感本应强化其

目标承诺(徐智华等，2017)。但在高组织支持感下，制度化支持加强了员工规定性角色认同，使其倾向于

角色内行为，遵循既定流程(杨芳等，2021)，抑制了员工通过重塑行为主动求变的动机(Haldorai et al., 2022; 
LePine, 2022)，因此产生了外部资源充足，“人工智能使用→工作重塑→工作投入”路径反而被抑制(陈
晓等，2023)。 

因此，实际工作中，组织管理者应积极引入人工智能；一方面，管理者应构建人机协作效能评估体

系，将人机协作效率纳入员工动态激励机制，通过“技术增效→绩效反馈”鼓励员工由“替代思维”转向

“赋能设计”，引导员工主动进行工作重塑。另一方面，管理者应逐步建立组织支持的梯度调节机制，

向低适应性群体提供结构化指导(如设立 AI 技术导师)，向高适应性群体开放更多工作自主权(如更多技术

资源使用权、自主设计权)，从而平衡组织支持与员工自主性，避免过度干预对员工内在动机的挤出效应。 
本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本研究对人工智能使用与工作重塑的具体维度未

展开细致剖析，这使得其存在的差异化影响机制未能被充分揭示。第二，尽管组织支持感被假设为负向

调节变量，但部分研究显示，组织支持类变量也可能对员工资源获取路径起正向强化作用(Ramaci et al., 
2024)。这种矛盾现象说明，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机制或存在特定边界条件，需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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